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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对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练陈述，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摘要：立足于省域视角，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绿色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有针对性地诊断区域绿色发展状态、强化靶向施策提供参考。首先，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构建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框架，进而建立兼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和增进社会和谐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政策协同视角，利用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按广东省全域、珠三角地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分组，考察其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增强广东省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对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尚不见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与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则相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由此得到推动广东绿色发展的启示：注重发挥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实施阶段性和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及注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与互补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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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ec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Guangd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but the coastal economic belt and the northern ecological zone have not yet seen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green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a differential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coastal economic belt and the northern ecological zone promot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green development, bu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s the opposi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s a single threshold with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Wh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in a low-level promotion stage, moderat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Wh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in a stage of high-level improvement,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will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22-05-04，修回日期：2022-09-28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省绿色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研究”(GD19CYJ10)；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基金项目“‘双碳’背景下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时空规律、影响机制与提升策略”（2022ZDZX4123），“区块链技术嵌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的优化及应用研究”（2021ZDZX4078）




【全文重新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创造了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望尘莫及的增长奇迹，然超高速发展带来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结构失调等问题严重影响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影响提升人民福祉的现代化进程。科学调控宏观经济并转变增长方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不仅能有效促进本地区绿色发展，亦通过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产生空间溢出效应[1]。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赖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被动接受政府压力故缺失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激励[2]；地方政府在压力型财政激励的驱使下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质量和合理化，而严格的环境规制能矫正压力型财政激励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3]。一方面，适度的环境规制通过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效应和对创新型企业的补偿促进要素资源从优配置，有效缓解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战略互动趋向采用模仿策略，主要表现为竞次现象[4]。那么，应如何适配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才能发挥政策合力，更有效地促进绿色发展？植入空间异质性后，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的绿色发展效应将会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文献梳理与简评
国内外学者围绕绿色经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学者对以上三者的研究涉及范围极广，其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3个方面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标构建、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
关于绿色发展指标构建，国际上代表性的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构建的绿色增长监测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5]【在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公认的，引用文献5有何必要？是文献5率先提出具有代表性？！】。前者认为，绿色增长绩效评价框架应重点关注生产消费的环保成效，强调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保护资源环境【倒是这些有关指标体系内涵的观点须要标引著录权威原始来源文献】；后者提出，绿色经济的核心是在提高环境质量和社会包容性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更强调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倒是这些有关指标体系内涵的观点须要标引著录权威原始来源文献】。国内绿色发展指标建构包括指标体系法和投入产出法：指标体系法主要依据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内涵、绿色发展的概念与要义、生态学理论、“两山”理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分析框架及其变型构建评价系统；投入产出法主要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将资本、劳动、能源等作为投入变量，将GDP或工业增加值等作为期望产出，将工业“三废”等作为非期望产出，进而测算绿色发展效率[6]。本研究认为，立足社会经济发展本质，绿色发展评价既应兼顾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又要统筹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以增进社会和谐。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发展效应主要有3个视角。第一是“结构红利假说”，如吉亚辉等[7]认为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构调整促使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刘志彪等[8]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当结构转换位于拐点值左侧，结构转换加速产业结构软化并推动经济集约化增长，拐点的右侧结构转换过快引发产业空心化，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第二是产业比例结构的视角，如杨勇等[9]的研究得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对生态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较大规模城市而言，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不明显，甚至呈负向作用。第三是政府行为的视角，如于潇等[10]的研究指出，政府主导的产业绿色发展在短期内会使用强制手段干预重污染高碳排放企业，但产业转型速度跟不上经济绿色化的速度，扭曲产业绿色发展与产业升级转型之间的关系。 
	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关系主要围绕以下3个维度拓展：第一，环境规制是否具有减排效应。如沈坤荣等[11]研究表明，以环境空气质量国控自动监测站环境监测制度表征的中央垂直型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污染回流效应；原伟鹏等[12]基于中国式分权制度治理视角，认为中央垂直型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平行型环境规制均实现了经济高质量与碳减排双赢，但实现路径不同。第二，环境规制是否能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如蔡乌赶等[13]考察了3种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得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未能直接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自愿协议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黄磊等[14]认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作用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第三，环境规制是否会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有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派主张的遵规成本效应，又有以波特为代表的修正学派主张的补偿效应[15]。
可见，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规制均被视为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两者相互协调的绿色发展效应尚未得到关注【评价有失客观！对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是否已全面了解和把握？！】，且介入政府行为后，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相关研究所得出结论甚至大相径庭；既有相关研究多关注宏观和中观层面，但立足省域的研究对于诊断绿色发展状态、强化靶向施策更具针对性。故此，本研究在构建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框架及衡量体系的基础上，从政策协同视角并植入空间异质性识别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其交互的绿色发展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影响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试图打开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之间的机制“黑箱”。
【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比对既有文献，本研究可能的价值增量如下：一是提出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框架并构建兼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和增进社会和谐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丰富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二是从政策协同视角并植入空间异质性考察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其交互的绿色发展效应，丰富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三是进一步检验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影响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打开结构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之间的机制“黑箱”。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说明
2005年10月，党中央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随其后，《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以广东省为例，诊断广东省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和谐绿色广东建设的效果，故选取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并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一核一带一区”的区域发展功能定位，按照珠三角地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分组考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的异质性。其中，社会经济及环境数据源自历年统计年鉴，包括《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广东财政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年份和地区缺失数据通过各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取；CO2排放数据采用表观排放量核算法和部门法得出，由于数据发布延期，数据整体向前平移2年。在实证过程中，为避免地区重复，沿海经济组带仅包括东西两翼地区。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16]。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生产是指依托技术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提供高质量的绿色产品或服务【这一定义是本文作者给出吗？否则，标引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绿色生活是指社会个人通过价值选择所构建的兼顾消费目标达成和较少环境破坏的绿色消费方式【这一定义是本文作者给出吗？否则，标引著录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促进绿色发展、实现发展方式生态化转型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绿色向度的具体外化[17]，所以绿色发展理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发展应有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基于既有文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发展要义的阐述，笔者认为，所谓绿色发展，一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的脱钩，即通过转变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与社会损失，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二是要让绿色产生可持续生产力，努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发展的果实惠及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解决好社会和谐问题。因此，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绿色发展之内涵，包括但不仅于人与自然和谐，还在于生态存量明显提升前提下的生活环境与质量提升，在于人民群众对民生福祉、社会公平正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亦即发展的结果要增进社会和谐。基于此，提出基于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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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区域绿色发展框架

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的厘定和绿色发展分析框架及衡量标准为逻辑起点，遵从绿色发展过程评价和发展结果评价有机统一的原则，参考已有相关研究，结合数据可获取性，构建由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社会公平3个一级指标和绿色投入、绿色产出、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绿色环境、经济公平、发展公平7个二级指标、19个具体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含义
（属性：正向+；负向-）
	指标
权重

	绿色发展水平
	绿色
生产
	绿色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反映科技投入力度(+)
	0.114 

	
	
	
	节能环保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反映环保投入力度(+)
	0.007 

	
	
	
	教育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反映教育投入力度(+)
	0.119 

	
	
	绿色产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反映经济总体产出水平(+)
	0.042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GDP）
	反映服务业产出水平(+)
	0.03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反映绿色高端产出水平(+)
	0.307 

	
	
	节能减排
	单位GDP能耗增长速度
	反映总体能源利用效率(-)
	0.001 

	
	
	
	单位GDP电耗增长速度
	反映总体能源利用效率(-)
	0.005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增长速度

	反映工业能源利用效率(-)
	0.001 

	
	绿色
生活
	绿色消费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
	反映社会消费水平(+)
	0.080 

	
	
	
	人均CO2排放量/（t/人）
	反映低碳意识水平(-)
	0.019 

	
	
	
	私人轿车每百人拥有量/（辆/百人）
	反映绿色出行水平(-)
	0.014 

	
	
	绿色环境
	PM2.5浓度/(mcg/m3）
	反映环境空气质量水平(+)
	0.018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反映城市人居环境水平(+)
	0.015 

	
	
	
	城市污水处理率
	反映城市环境治理水平(+)
	0.023 

	
	社会
公平
	经济公平
	人均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元/人）
	反映社会富裕水平(+)
	0.079 

	
	
	
	城乡居民收入比
	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
	0.011 

	
	
	发展公平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常住人口数
	反映社会居民福利水平(+)
	0.038 

	
	
	
	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反映社会医疗保障水平(+)
	0.071 



在获取以上指标数据的基础上，需要对相关指标赋予权重。依据判断指标之间相对重要程度的主观赋权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在对指标权重赋值时有失偏颇，不能很好地反映指标综合指数，故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综合测算各组的区域历年绿色发展综合指数（GDI），即被解释变量。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SA），参考付凌晖[18]的研究中采用的空间向量夹角法测算。这一方法避免了传统产业结构简单粗糙的度量标准，已逐渐成为国内学界衡量产业结构的主要测算工具。
2.2.3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环境规制（ER），借鉴任晓松等[19]研究中采用的方法，通过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值工业SO2排放量以及单位产值工业烟尘排放量计算污染物排放强度。为使实证结果简单易读，环境规制强度采用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相反数来测度，因此，ER数值越大，则意味着环境规制越强。
2.2.4  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回归分析的影响，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地方政府竞争（LGC）。参考何爱平等[20]的研究思路，认为广东省各区域会将所属经济地带和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作为追赶超越的目标，因而选择经济带和全省两个维度共同决定各地区的经济赶超水平。（2）绿色创新水平（GI）和人口素质水平（PQ）。参考顾剑华等[1]研究使用的方法，分别用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各地区在校大学生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表征。（3）经济开放度（EO）。参考于潇等[10]的研究做法，采用每百万GDP中实际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开放程度。（4）信息技术（LnIT）。参考孙畅等[21]的研究方法，采用对数处理后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衡量指标，反映信息化水平。（5）市场结构（MS）。市场结构的变化反映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博弈，采用公有制企业数量占比表征。
上述各变量的具体测度方法如表2所示。【以上文字表述与表2内容重复，无须赘述！择一保留】
表2  变量及测度方法
	类型
	名称
	符号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综合指数
	GDI
	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ISA
	据付凌晖（2010）的“空间向量夹角法”测算

	调节变量
	环境规制
	ER
	据任晓松等（2020）的方法测算并负向处理

	控制变量
	地方政府竞争
	LGC
	据何爱平等（2019）的方法测算

	
	绿色创新
	GI
	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当年GDP总量

	
	人口素质
	PQ
	在校大学生数/当年人口总量

	
	经济开放度
	EO
	实际吸收外商投资额/每百万GDP

	
	信息技术
	LnIT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并进行对数处理

	
	市场结构
	MS
	公有制企业数量/法人单位总数



2.3  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需要，基于2006－2019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依次构建模型并在StataMP 16软件工具中进行回归。
2.3.1  基准模型
为直接考察产业结构独立的绿色发展效应，构建模型1和模型2，分别如式（1）（2）所示。模型1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基准回归模型；模型2是分别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1期处理后的稳健性检验模型，以进一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

                             （1）

                           （2）
式（1）（2）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c为截距项；φ、β是回归参数，εit为随机干扰项。【已交代过表征含义的无须赘述】
2.3.2  调节效应模型
如上分析，面临压力型财政，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质量提高和合理化，扭曲绿色发展与产业升级转型之间的关系，而环境规制能矫正其不利影响。为捕捉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绿色发展效应的矫正效果，引入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构建模型3和模型4，分别如式（2）（3）所示。模型3表示的是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为中间模型；模型4把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纳入统一框架，引入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用于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和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

                       （3）

        （4）
2.3.3  门槛回归模型
继而，由于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调整均属于当前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打上了政府行为特征的烙印，考虑到政策协同的区域差异性较大，为进一步厘清结构变迁、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异质性作用，探寻不同政策协同下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驱动，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并设定门槛变量，以考察门槛依赖变量在不同门槛值水平下回归系数的变化。以下，仅给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为门槛依赖变量的单门槛回归模型5，如式（5）所示，其含义是在不同的产业结构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不同。由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效应的异质性。
GDIit=χi+φ1ERitI(ISAit≤τ)+φ2I(ISAit＞τ)+ γCVit+εit                          （5）
式（5）中：I(·)为指标函数；τ是门槛值；χi为个体效应。当ISAit≤τ时，I=1；否则，I=0。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产业结构的绿色发展效应分析
基于模型1和模型2，由表3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估计系数为0.046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滞后1期处理后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依然稳健，说明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然地区差异亦存：珠三角地区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且促进效应明显，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但沿海经济带滞后1期的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北部生态区两种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有关。此外，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多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可能是因为这些经济带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形式单一、均衡发展程度不足且产业结构尚处于波动状态，未进入较为稳定且持续的发展阶段。
【表3中：1.负数改按正确负数符号执行；以下各表问题同。2.系数值“0.000”无意义】
表3  2006－2019年广东省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全域
	珠三角地区
	沿海经济带
	北部生态区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ISA / L.ISA
	0.046**
	0.038**
	0.109***
	0.070**
	0.034*
	0.024
	0.003
	0.033

	
	(2.480)
	(2.550)
	(3.380)
	(2.050)
	(1.740)
	(0.780)
	(0.060)
	(1.140)

	LGC / L.LGC
	0.001**
	0.001
	0.004***
	0.003***
	-0.003
	-0.002
	-0.001
	0.000

	
	(2.180)
	(1.500)
	(3.710)
	(2.740)
	(-1.650)
	(-0.840)
	(-0.240)
	(0.110)

	GI/ L.GI
	0.027***
	0.021***
	0.025***
	0.020*
	0.015
	0.028*
	0.006
	0.001

	
	(6.180)
	(5.790)
	(3.240)
	(1.950)
	(1.260)
	(1.970)
	(0.660)
	(0.260)

	PQ / L.PQ
	0.004***
	0.004***
	0.007**
	0.007***
	-0.008
	-0.002
	-0.007
	-0.051***

	
	(4.490)
	(3.970)
	(2.240)
	(6.030)
	(-0.770)
	(-0.370)
	(-0.240)
	(-3.040)

	EO / L.EO
	−0.002
	0.004
	-0.001
	0.013
	-0.013
	-0.002
	-0.009
	-0.008

	
	(−0.260)
	(0.490)
	(-0.060)
	(1.230)
	(-0.710)
	(-0.110)
	(-0.790)
	(-0.700)

	LnIT / L.LnIT
	0.008**
	0.007***
	0.031***
	0.030***
	-0.008
	0.000
	0.002
	-0.000

	
	(2.200)
	(2.670)
	(3.820)
	(4.310)
	(-0.890)
	(0.040)
	(0.770)
	(-0.020)

	MS/ L.MS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1.400)
	(0.600)
	(0.230)
	(-0.490)
	(1.810)
	(1.300)
	(-0.420)
	(-0.230)

	_cons
	0.120
	0.187*
	-0.237
	0.047
	0.220*
	0.219
	0.385
	0.208

	
	(0.920)
	(1.800)
	(-1.080)
	(0.190)
	(1.910)
	(1.250)
	(1.160)
	(1.240)

	N/个
	294
	273
	126
	117
	98
	91
	70
	65

	R2
	0.961
	0.969
	0.979
	0.978
	0.951
	0.951
	0.976
	0.988


注：1）括号内为采用稳健Robust估计的t值；2）***、**、*分别表示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3）模型中变量的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均已受控。下同。

纵观控制变量组，珠三角地区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滞后1期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说明地方政府已超脱“GDP至上”的区域竞争观，注重谋求自身内涵式发展，实现追求速度、质量与效益的统一；然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地方政府竞争却表现为抑制效应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受“晋升锦标赛”治理思维影响，相对落后地区对可测度经济绩效的GDP更情有独钟，忽略与经济绩效无染的社会福利效应。其中，从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看，绿色创新尽显“嫌贫爱富”之本性，表现为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广东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的绿色发展，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回归系数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确实，珠三角地区有更加健全的创新体制和创新环境，拥有更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人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弹性更大。事实亦是如此：人口素质和信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与绿色创新如出一辙，说明科技经费投入、高校人才和信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优化是有选择性的。此外，经济开放度并没有表现出促进绿色发展的证据，根据逐底竞争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污染光环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绿发展的影响尚无定论[12]，然希冀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来摄取国外先进技术、进而提升创新能力的路径并非有效，故回归结果多表现为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市场结构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市场化只有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有利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22]，这也折射出当前广东省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难以为绿色发展赋能助航。
3.2  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的绿色发展效应分析
为了清晰刻画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的绿色发展效应，首先，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依次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二者交互项引入模型3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从广东全域层面看，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结论可靠，说明环境规制每提高1个百分点，绿色发展水平相应提高0.004个百分点。考虑到各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基础均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进一步从调节变量的地区差异看，环境规制在珠三角地区反而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沿海经济带则促进绿色发展，而在北部生态区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各地区在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也存在差异：珠三角地区在经济率先高速发展中较早地遭遇了环境问题，面对压力与挑战，2012年珠三角范围内实施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规制者通过增加环境督查频次和强度等命令性环境政策工具寻求快速改善环境质量，而命令性规制政策效力高但具有刚性，对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23]，故珠三角地区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珠三角以外地区仍旧执行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环境规制强度尚未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从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均值对比可窥其一角，珠三角环境规制强度约为北部生态区的12.8倍、沿海经济带的2.3倍、广东全域的4.23倍。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在省域层面亦有其他证实，如王丽霞等[24]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较大时，则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抑制作用。
其次，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和二者交互项同时纳入模型4，研究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对产业结构和绿色发展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广东全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或5%的显著性水平，同时二者的交互项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正；说明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绿色发展，而且还可作为调节因素。具体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节效应正向影响绿色发展，使得环境规制增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同时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也存在差异性，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却抑制了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区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水平，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改变高污染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治理成本，迫使企业转变行为路径，从而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向绿色化转型，最终实现释放绿色驱动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是政府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目的主动对各地产业结构进行有目标调整，梯度型经济发展表明传统投入要素正从发达地区逐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产业转移会改变资源流动方向，同时也意味着存在将低效生产要素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风险。随着政府环保责任意识增强，环境承载力水平较高的地区为防患于未然，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不仅在引进外资时会有所选择，亦会通过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引导“良心资本”流入，主动防范“污染天堂”的形成，以此激励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绿色投入和绿色产出。
表4  2006－2019年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政策协同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分析结果
	变量
	调节变量
	调节效应

	
	全域1
	全域2
	珠三角
	沿海
	北部
	全域1
	全域2
	珠三角
	沿海
	北部

	
	FE
	GLS
	FE
	FE
	FE
	FE
	GLS
	FE
	FE
	FE

	ER
	0.004**
	0.004*
	-0.031**
	0.021**
	0.002
	0.008***
	0.001*
	-0.003**
	0.029***
	0.003*

	
	(2.220)
	(1.800)
	(-2.360)
	(2.680)
	(0.490)
	(4.560)
	(1.760)
	(-2.210)
	(2.870)
	(1.820)

	ISA
	
	
	
	
	
	0.064***
	0.045***
	0.050**
	0.051**
	0.014

	
	
	
	
	
	
	(7.470)
	(4.480)
	(2.490)
	(2.590)
	(1.010)

	ISA×ER
	
	
	
	
	
	0.034***
	0.006**
	0.003**
	0.031**
	0.014*

	
	
	
	
	
	
	(5.180)
	(2.490)
	(2.030)
	(2.200)
	(1.820)

	N/个
	294
	294
	126
	98
	70
	294
	294
	126
	98
	70

	R2
	0.887
	
	0.966
	0.951
	0.976
	0.910
	
	0.944
	0.955
	0.97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3.3  门槛效应分析
由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的绿色发展效应确实存在，由于其均可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手段，故基于模型5，依次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依赖变量的门槛模型和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为门槛依赖变量的门槛模型，运用Bootstrap自助法抽样500次迭代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探究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绿色发展效应的传导机制。作为门槛变量的变量将不再出现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
由表5可知，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门槛值的原假设；双门槛检验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提供更为直观和详细的检验信息，图2给出了单门槛值的置信区间，水平的虚线为95%置信度，曲线是各个门槛值搜寻点的连线，曲线上的任何一点所对应的纵坐标表示将该点作为门槛值的似然比(LR)，曲线与虚线的交点为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越狭窄表明受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越小，门槛估计值就越准确。
表5  2006－2019年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政策协同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统计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环境规制【？】

	单门槛检验
	τ
	6.298
	-0.187

	
	95%置信区间
	[6.263, 6.299]
	[-0.221,-0.184]

	
	F值
	25.330
	14.340

	
	P值
	0.034
	0.152



20
25
15
10
5
0
置信区间
6           6.5          7


似然比（LR）






图2  2006－2019年广东省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的单门槛值置信区间  

表6为门槛回归估计结果，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较小时（ISA<6.298），即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随着政府执行较为严格的环境标准，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较大时（ISA≥6.298），即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反而下降。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关系在单门槛（二区制）下的符号为（+,-），因此有理由认为该影响关系呈现（+,-）的双区间。图3直观地描述门槛分区制下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的地区，当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易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均衡状态形成强烈冲击，从而使其抑制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的地区，适度的环境规制通过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倒逼产业绿色化转型；另外，地方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的理性选择进一步激发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从而达到发挥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作用。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进一步解释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和绿色发展效应的空间异质性调节作用，同时打开了环境规制、结构调整与绿色发展效应之间的机制“黑箱”。

7
表6  2006－2019年广东省环境规制政策与绿色发展的门槛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ER(ISA<τ)
	0.012**
	2026

	ER(ISA≥τ)
	-0.009**
	-2.420

	控制变量
	YES
	YES

	门槛值
	τ=6.298





单门槛值
环境规制

绿色发展









      图3  门槛分区下2006－2019年广东省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关系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利用广东省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在测算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从政策协同的视角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等问题，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广东全域和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效应，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却表现相反，说明不同区域推行环境规制政策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时要注重二者的统筹和协调；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
研究结论对推动广东绿色发展的启示如下：第一，积极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与珠三角地区企业之间进行跨区域研发合作，尤其需要利用珠三角地区的技术、人才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促进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第二，实施阶段性和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各地区应根据各自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在不同产业结构指数门槛区间内适配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现出其阶段性和差异性。具体言之，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应提高环境规制标准，珠三角地区则应适当放宽，即广东省实施的差别化环保准入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绿色发展形势。第三，注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与互补性，建立推动政策协同的组织机制。以产业政策引领绿色发展，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增强企业外部约束力，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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